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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患寡也患不均： 相对生活水平与居民幸福感

刘金典　 吴春燕∗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实证研究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

福感的影响， 并采用工具变量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

检验。 结果表明： 相对生活水平提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夏普利分解法表明，

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解释力居于首位， 贡献率高达 ５７􀆰 ５３％ ； 相对生活水平提升居

民的社会公平感知和社会宽容水平， 进而促进居民幸福感状况的改善。 此外， 基于不同参

照群体形成的相对生活水平评价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随着参照群体范围的

扩大， 影响强度趋于下降。 群体异质性分析显示， 城乡间和性别间在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

幸福感的影响强度上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因此， 优化收入分配状况、 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强居民公平感知和社会宽容度， 是提高居民幸

福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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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幸福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 国民幸福指数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和评估的重要指

标 （李树、 严茉， ２０２２）。 然而， 多重因素冲击导致全球的幸福感经历恶化趋势。 Ｄａｌｙ

＆ Ｍａｃｃｈｉａ （２０２３） 基于 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１ 年 １１３ 个国家的 １５３ 万人的代表性调查数据，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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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 新冠疫情和社会不平等多种因素冲击下， 全球各地的人们在压力、

担忧、 悲伤和愤怒方面的感觉总体增加了 ６％ 。 ２００９ 年， 受访者中仅有 ２５􀆰 １６％承认在

调查前一天有担忧、 悲伤、 压力或愤怒的感觉， 这一比例在 ２０２１ 年上升至 ３１􀆰 １９％ 。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 但居民幸福感和经济增长并未保持同向上

升趋势， 即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并未带来国民幸福感同步上升， 从长期看国民幸福感

甚至经历下降趋势。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运用相对剥夺理论探讨中国居民物质生

活水平大幅提高与幸福感下降二者并存的 “中国幸福感谜题” 及其原因， 研究发现中

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产生了抑制作用。
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始于哲学和心理学领域。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 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主

观幸福感与居民财富积累二者间的关系， 开创了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先河。 而后， 幸福

感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 幸福经济学将幸福感的提升作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和

参考指标， 主张财富并非幸福感的唯一决定因素， 财富利益的分配状况、 污染治理和

生态改善、 社会公平的推进等都是个体幸福感的决定因素。 个体层面幸福感的决定因

素研究是幸福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已有研究从个体、 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探讨了个体

幸福感的决定因素。 个体层面主要涉及人口统计特征、 社会经济地位、 劳动强度等因

素 （程名望、 华汉阳， ２０２０； 刘金典， ２０２２）， 家庭层面主要考察家庭经济收入、 家庭

消费、 人口抚养比等因素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社会层面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波动、

经济政策、 机会不平等、 失业、 通货膨胀、 环境污染等因素 （万广华、 张彤进，
２０２１）。 此外，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注意到信息技术进步 （周烁、 张文韬， ２０２１）、
社会融合 （周力、 沈坤荣， ２０２１）、 旅游支出 （吴艾凌等， ２０２０） 等因素对幸福感的

影响。
关于 “收入 －幸福” 的关系始终处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核心。 学术界对 “绝对收

入 －幸福” 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绝对收入增加促进个体幸福感的提

升 （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２００５）， 但也有学者认为， 绝对收入和幸福感可能存在倒 Ｕ 形

关系， 而非单纯的正相关 （王鹏， ２０１１）。 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当

跨越门槛值后， 绝对收入增加无法带来幸福感的提升 （Ｄｉ Ｔｅｌｌａ ＆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２００８）。
当绝对收入等比例增加时， 个体相对收入水平固定不变， 此时个体的幸福感不会因绝

对收入的增加而得以提升。 巫强和周波 （２０１７） 发现绝对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对高收入群体而言， 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显著。
收入分配差距、 相对收入水平和幸福感三者间的关系也得到广泛关注， 但学者们

并未达成较为一致的结论。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 较早注意到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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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更重要。 Ｔｓｕｉ （２０１４） 证实了以上结论， 发现绝对收入的增加能促进幸福感的提

升， 但这种正向影响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 相对收入和预期收入均与幸福感存在较强

的相关性。 Ｂａｌｌ ＆ Ｃｈｅｒｎｏｖａ （２００８）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绝对收入和相

对收入均构成自评幸福感的决定因素， 但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更强的

影响效果。 相对剥夺理论为相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阐释， 该理论指

出居民在评价相对收入水平时， 倾向于进行收入的向上比较， 即将参照系设定为更富

裕的群体。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９） 发现低收入群体将中产阶级作为参照系， 而中产

阶级将富人作为比较对象， 这种向上比较可能引发幸福感的恶化。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可能加剧低收入群体的被剥夺感， 降低该群体的幸福感 （Ｏｉｓｈｉ ＆ Ｋｅｓｅｂｉｒ， ２０１５）。
罗楚亮 （２００６） 研究发现居民相对贫困会削弱其生活信心和心理健康， 持续处于

相对贫困状态加剧其幸福感的恶化 （罗楚亮， ２００６）。 Ｔａｏ ＆ Ｃｈｉｕ （２００９） 同时考察了

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效果， 发现绝对收入效应和三种类型的相对收入

效应之间相互抵消， 导致收入增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也有学者认为

相对收入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贫富差距通过提升人们的收入预期从而

获得幸福感的提升 （陈钊等， ２０１２； Ｋｉｎｇｄｏｎ ＆ Ｋｎｉｇｈｔ， ２００６）。 此外， 参照群体收入提

升可能具有正外部性， 从而对居民自身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Ｓｅｎｉｋ （２００４） 研

究发现本地参照群体的收入增加促进当地的公共产品投资和互惠保障， 从而改善本地

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致力于从相对生活水平角度破解

“中国幸福感谜题”， 并从社会公平感知和社会包容度两方面揭示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

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 对 “伊斯特林悖论” 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及产生的根源

做出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统计显著性和

经济显著性， 且随着参照群体范围的扩大， 基于该参照群体的相对生活水平评价对居

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 机制分析表明， 相对生活水平通过提升居民的社会公

平感知和社会包容性进而作用于居民的幸福感提升。 本文的贡献和创新在于： 第一，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 通过揭示相对生活状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为破解 “中国幸福

感谜题” 提供理论阐释和经验证据； 第二， 创新性地将夏普利分解法应用于居民幸福

感贡献率的测度， 发现相对生活状况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首位因素， 从而证实相对生

活状况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经济显著性； 第三， 从社会公平感知和社会包容度两个方

面揭示相对生活状况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 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可

行路径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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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关于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需求实现理论认为，
收入增长赋予人们有效满足自身生理和安全需求的能力， 所以绝对收入具有幸福感促

进作用。 然而， 需求实现理论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 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

复杂关系 （Ｊｅｂ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Ｇｅｎｉｃｏｔ ＆ Ｒａｙ （２０１７） 认为， 人类对绝对收入增加产生

的愉悦刺激适应性更强， 绝对收入提升产生的快乐感知或积极情绪会因刺激的持续逐

渐减少， 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有下降趋势。 社会比较理论和期望值理论为

“相对收入 －幸福感” 二者关系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对不平等和幸福感的研

究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观点， 个体在与相似人群对比中评价自身的生活状况， 幸福

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收入水平， 也受到自身相对收入的影响。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 人们基于参照群体对自身相对位置作出评价。 “攀比效应” 导

致受访者的幸福感与参照群体的收入水平呈反向变动关系。 当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
自身收入处于相对更高的位置才能带来幸福感的提升， 否则幸福感可能会经历下降

（Ｄｙｎａｎ ＆ Ｒａｖｉｎａ， ２００７）。 “伊斯特林悖论” 发现尽管经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上

升， 但一国的平均幸福感基本固定不变。 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将相对收入引入效用函数

以解释以上看似矛盾的现象， 认为人们对自身收入的评价会参考相似群体和自身过去

的收入水平。 实证检验为社会比较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如 Ｒｏ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研究发

现收入分配平等程度较高时期个体主观幸福感也较高。 期望值理论将 “幸福感悖论”
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个体预期成就与实际成就差距形成的心理落差。 幸福感在自我期望

与实际成就的对比中得以形成， 自我期望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越小， 幸福感水平就

越高 （Ｄｉｅｎｅｒ ＆ Ｆｕｊｉｔａ， １９９５）。
已有研究探讨了感知的不平等和实际的不平等对幸福感影响的系统性差异。 感知

的不平等而非实际的不平等推动了再分配的行为、 态度和偏好， 感知的不平等比实际

的不平等更有可能影响幸福 （Ｇｉｍｐｅｌｓｏｎ ＆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１８）。 Ｓｃｈａｌｅｍｂｉｅｒ （２０１９） 基于

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实际收入不平等和感知收入不平等对受访者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两种不平等指标均会降低幸福感。 Ｋｎｉｇｈｔ ＆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 （２０２２） 探讨了中国收

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 发现感知的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感知的社会公平

程度减轻了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 然而， Ｃｒｕｃ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基于大规模跨国调查数

据发现， 感知的不平等与实际的不平等存在系统差异， 普通人不一定知道收入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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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也不能对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做出准确判断。 受访者在获取更广泛的不平等

信息时受到限制， 他们对不平等的看法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通常他们会选取与其相似

的群体作为参照群体。 低收入群体可能会高估其实际收入等级， 而高收入群体可能会低

估其收入等级 （Ｉａｃｏｎｏ ＆ Ｒａｎａｌｄｉ， ２０２１）。 这意味着， 如果计算实际不平等时覆盖的群体

比个体的参照群体更广， 那么报告的感知不平等要小于实际不平等。 因此， 感知的相对

收入甚至比客观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Ｃａｐ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采用两轮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对 １９ 个欧洲国家的绝对收入、 相

对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收入和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参考群体的收入对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 但不同国家相对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存在异质

性， 东欧国家的收入差距提高穷人享受更高收入的期望， 收入不平等有助于居民幸福感

的提升； 西欧国家的收入差距却通过社会比较而降低居民的幸福感。 中国自古以来就追

求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分配状态， 相对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可能对居民幸福感产生负

面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第 １ 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１： 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参照群体越接近受访

者， 则基于该参照群体评价的相对生活水平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强度越高。
居民关于收入分配和家庭收入排名的信息会改变其对社会公平的认知。 随机实验

调查发现， 在得知社会财富不平等和家庭收入排序的定制信息后， 受访者对社会公平

的评价有所下降 （Ｍｕ， ２０２２）。 受访者的相对生活水平越高， 在社会结构中遭遇的相

对剥夺维度就越少， 对社会公平的评价越积极。 社会公平关系到居民目的性社会行动

的机会公平、 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 社会公平对

幸福感的影响变得更加重要。 已有研究表明， 机会不公平显著降低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知和主观幸福感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对社会公平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证实二者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 对社会公平评价越积极的受访者， 其幸福感也能获得相应提升。 对

社会公平评价越低者， 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相对生活水平恶化将导致其幸福感更大幅度

的恶化。 据此提出第 ２ 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２： 相对生活水平通过促进居民社会公平感知提升， 进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正

向影响。

社会宽容指对一些不被主流社会观念所接受的人群、 现象和行为所持的包容态度，
如对同性恋、 乞讨者、 刑满释放者、 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或少数群体所持有的宽容

态度和接纳程度 （Ｌｅｅ， ２０１４）。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Ｆｅｔｎｅｒ （２００８） 研究发现积极的社会态度可

以提高人们对社会少数群体的社会容忍度。 魏钦恭 （２０２０） 对绝对收入不平等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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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与宽容度三者间关系的探讨表明， 绝对收入不平等对宽容度的影响不显著， 但

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越高， 宽容度就越低。 相对生活水平较高者较少遭遇社会排斥和

歧视性待遇， 得以形成更积极的社会态度， 并以包容平和的心态对待社会少数群体或

特殊社会现象。 高社会宽容度居民表现出更强的亲社会行为， 在社会交往中较少产生

对社会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排斥态度， 对特殊人群和特定事件能以更平和包容的态度对

待。 因此， 高宽容度者在社会交往中能获取更积极的情感体验和社会支持， 从而获得

更强的归属感、 价值感和幸福感。 据此提出第 ３ 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３： 相对生活水平通过提高居民的社会宽容程度， 进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

影响。

三　 数据来源、 模型设定和变量设置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以下简称 ＣＳＳ）
数据。 ＣＳＳ 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实施的一项全国性的大型连续性抽样

调查， 该调查覆盖中国 ３１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涉及 １５１ 个县 （市、 区）、 ６０４ 个

村 ／居委会， 调查包含 ７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个家庭。 该调查对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劳动就业、 家

庭及社会生活、 社会态度等方面进行了收集， 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了高质

量的基础信息。 该调查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已完成 ８ 轮。 ２０２１ 年开展的最新一轮调查详细收

集了受访者相对邻居、 本村居民、 本县区居民、 本省居民的自评生活状况， 从财富及

收入分配、 工作和就业机会、 养老及社会保障等多个维度调查了受访者的社会公平感

知， 并从家庭经济状况、 教育程度、 家庭关系等多个角度测度了居民生活满意度。 因

此， 本轮调查数据为探讨相对生活水平与居民幸福感关系提供了具有全国代表性和高

度契合研究目标的高质量基础资料。
（二） 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估计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构建计量模型如式 （１） 所示：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 β０ ＋ β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ｔ ＋ η Ｘｉｔ ＋ Ｐｔ ＋ νｉｔ （１）

其中，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为模型的结果变量， 表示第 ｔ 省第 ｉ 个受访者的幸福感水平， 变

量取值介于 １ ～ １０， 取值越大表示幸福感越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ｔ衡量第 ｔ 省第 ｉ 个受访者的自

评相对生活水平， 该变量为取值介于 ０ ～ １００ 的连续变量， 值越大代表自评相对生活

水平越高。 Ｘｉｔ为借鉴幸福感决定因素的已有研究引入模型的系列控制变量。 为控制省

·５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卷第 ２ 期

域特征对受访者幸福感的影响， 引入省份固定效应Ｐｔ。 β１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值，
衡量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强度。 η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 νｉｔ为随机误

差项。
（三） 变量设置

１􀆰 因变量

本研究致力于揭示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决定作用， 幸福感是感兴趣的结

果变量。 尽管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幸福感进行了广泛探讨， 但如何测度

幸福感仍然处于争议之中。 学者们常采用主观幸福感作为幸福程度的代理变量。 如世

界价值观调查通过询问 “总的来说， 您觉得幸福吗？” 来评估受访者的幸福体验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２００３）。 对幸福感的衡量主要包括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 （程名望、 华汉

阳， ２０２０； 刘金典， ２０２２）。 由于幸福感具有多维性和易变性， 采用综合指标法对多个

维度的幸福水平进行衡量， 有助于提升指标的稳定性。 也有学者指出， 通过加权法整

合多个时点的幸福感数据， 进而形成幸福感综合指标， 可以提升幸福感测量的精确度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遗憾的是， 综合指标法在大样本数据中的实施成本较高， 单一

指标法获取的幸福感数据成本相对较低， 可靠性和有效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在对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进行比较后发现， 二者在可靠性、 有效性和可比性

方面均达到用于科学研究的水准， 且二者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２００３）。 结合

已有研究和数据特征， 本研究拟采用单一指标法测度幸福感， 通过询问受访者 “总体

来说， 您对生活的满意度” 来获取受访者的幸福水平， 该指标取值介于 １ ～ １０ 之间， １
代表最低幸福水平， １０ 代表最高幸福水平， 受访者结合自身生活状况在 １ ～ １０ 之间做

出选择。
２􀆰 核心解释变量

相对生活水平是核心解释变量， 指受访者基于自身的经济、 教育、 健康、 社交等

多个维度的生活条件和客观环境条件， 在与参照群体的对比中， 形成的对自身相对生

活水平的评估 （周钦等， ２０１８）。 国际通行的生活水平测定指标分为 １２ 类， 主要包括

收入和消费、 居住条件、 教育等。 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物质文化需求满足程度的底层

决定指标之一， 构成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础。 对相对生活水平的衡量可以借鉴已有研究

对相对收入的衡量。 学术界采用内部比较和外部比较两种方法来衡量相对收入。 内部

比较强调受访者参照以往收入水平， 对当前收入水平作出评价。 外部比较将亲戚、 朋

友、 同学、 同区域等群体作为评价自身收入的参照系。 第二种方法得到更广泛采纳，

受访者常选定与自身具有相似性的参照群体作为参照系， 形成对自身收入水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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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价方式能更准确地反映受访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和主观心理感受。 但因参照系的

不同， 受访者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结果。
本文采用外部评价法测度受访者的相对生活水平， 设定包括亲戚、 邻居 ／村里人、

本县 ／市人群和本省人群作为评价生活状况的参照系， 并采用熵权法将四个评价维度综

合为一个相对生活水平综合指标， 从而规避单一参照系导致的估计偏误。 ＣＳＳ 数据集通

过询问受访者 “与下列群体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 您觉得自己的生活如何” 测度相对

生活水平， 比较群体主要包括亲戚、 邻居 ／村里人、 本县 ／市的人、 本省的人。 受访者

可以在 “差很多” “差一些” “差不多” “好一些” “好很多” 中做出选择， 依次编码

为 １ ～ ５。 基于多个参照系形成的相对生活水平构建综合指标， 有助于提升该指标的客

观性和精确性。 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将四个维度的相对生活指标凝结成一个综

合指标。 熵权法是典型的客观赋权法， 规避了主观赋权法在权重设定上的主观性 （陈
景华等， ２０２０）。 首先对四个相对生活水平指标做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熵值法进行客

观赋权并计算得到权重系数， 最后对指标的权重和标准化值的交乘项加总得到相对生

活水平的综合指标。 综合指标取值范围为 ０ ～ １， 为方便进行结果解释， 将该指标放大

１００ 倍。 最终得到的相对生活水平指标介于 ０ ～ １００ 之间， 值越大表示相对生活水平

越高。
３􀆰 控制变量

参考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和已有研究， 将系列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之中， 包括

受访者的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年龄 （Ａｇｅ）、 年龄的二次项 （Ａｇｅｓｑ）、 城乡分布 （Ｕｒｂａｎ）、 区

域分布 （Ｒｅｇｉｏｎ）、 民族 （Ｒａｃｅ）、 婚姻状况 （Ｍａｒｓｔａ）、 教育年限 （Ｅｄｕｙ）、 政治身份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宗教信仰 （Ｒｅｌｉｇ）、 收入水平 （Ｉｎｃｏｍｅ）、 收入水平的二次项 （ Ｉｎｃｏｍｅｓｑ）、 互

联网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居住条件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等变量。 收入水平采用绝对收入执行双侧缩

尾处理后的对数化取值来衡量。 此外， 年龄、 收入及其二次项同时引入模型的目的在于

考察年龄、 收入与幸福感的非线性关系。

４􀆰 中介变量

基于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影响路径的理论分析， 分别采用受访者的社会公平感

知 （Ｆａｉｒｃｏｇｔ） 和社会宽容程度 （Ｓｏｃｐｅｒｍ） 两个变量作为机制分析的中介变量。 社会公

平感知通过询问受访者 “请用 １ ～ １０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社会总体公平公正情况的评价”
进行测度， 受访者在 １ ～ １０ 之间作答， １ 表示非常不公平， １０ 表示非常公平。 社会宽

容程度通过询问受访者 “请用 １ ～ １０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社会的宽容程度的评价” 进行

测度， １ 表示非常不宽容， １０ 表示非常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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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设置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幸福感 ７􀆰 ５１４５ ２􀆰 ０８９４ １ １０

解释变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相对生活水平 ３３􀆰 ３４６７ １９􀆰 ２１５０ ０ １００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 （男 ＝ １； 女 ＝ ０） ０􀆰 ４８２８ ０􀆰 ４９９８ ０ １

Ａｇｅ 年龄 ４３􀆰 ４９６７ １４􀆰 ５８０１ １８ ７０

Ａｇｅｓｑ 年龄的二次项 ２１０４􀆰 ４７７４ １２６９􀆰 ８７５１ ３２４ ４９００

Ｕｒｂａｎ 城乡分布 （城市 ＝ １； 农村 ＝ ０） ０􀆰 ５９３２ ０􀆰 ４９１３ ０ １

Ｒｅｇｉｏｎ 区域分布 （东部 ＝ １； 中部 ＝ ２； 西部 ＝ ３） １􀆰 ８７１８ ０􀆰 ８３３３ １ ３

Ｒａｃｅ 民族 （汉族 ＝ １； 其他 ＝ ０） ０􀆰 ９１１３ ０􀆰 ２８４４ ０ １

控制变量
Ｍａｒｓｔａ 婚姻状况 （有配偶 ＝ １； 其他 ＝ ０） ０􀆰 １８４７ ０􀆰 ３８８１ ０ １

Ｅｄｕｙ 教育年限 １０􀆰 ４０１６ ４􀆰 １７９４ ０ １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政治身份 （党员 ＝ １； 其他 ＝ ０） ０􀆰 １０５６ ０􀆰 ３０７４ ０ １

Ｒｅｌｉｇ 宗教信仰 （有信仰 ＝ １； 其他 ＝ ０） ０􀆰 １４１２ ０􀆰 ３４８３ ０ １

Ｉｎｃｏｍｅ 收入水平 ８􀆰 ２１８４ ３􀆰 ９３１３ ０ １１

Ｉｎｃｏｍｅｓｑ 收入水平的二次项 ８２􀆰 ９９１９ ４３􀆰 ４７０２ ０ １２７􀆰 ４５９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互联网接入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７６２８ ０􀆰 ４２５４ ０ １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居住条件 （自有住房 ＝ １； 其他 ＝ ０） ０􀆰 ８４３７ ０􀆰 ３６３２ ０ １

中介变量
Ｆａｉｒｃｏｇｔ 社会公平感知 ７􀆰 ０４９５ ２􀆰 ００７２ １ １０

Ｓｏｃｐｅｒｍ 社会宽容度 ７􀆰 ２３５７ １􀆰 ９２７５ １ １０

　 　 注： 样本总量为 ３３１４ 人。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１ 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图 １ 汇报受访者以亲戚、 邻居 ／村里人、 本县 ／市

的人、 本省的人作为参照群体评估的自身相对生活水平与其幸福感水平的均值图。 观

察可知， 受访者的幸福感平均水平处于 ５ ～ １０ 之间， 且随着受访者对自身相对生活水

平评价的上升， 幸福感的平均水平也持续提升。 以图 １ （ａ） 为例， 当受访者认为自身

生活水平与亲戚相比 “差很多” 时， 其幸福感为 ５􀆰 ９６６９ 单位； 当其认为与亲戚差不多

时， 幸福感提升到 ７􀆰 ７５０４ 单位； 当其认为自身生活水平比亲戚好很多时， 幸福感进一

步上升至 ８􀆰 ４８６５ 单位。 从二者关系的变动趋势可以初步推断相对生活水平与幸福感之

间存在正向变动趋势。 但以上分析仅从平均意义上考查了二者的相关性， 并未考虑系

列控制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 且无法得出二者间的精确数量关系。 接下来， 将采用多

种计量分析方法对二者关系做出严谨的量化检验和因果效应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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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相对生活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汇报了受访者相对生活水平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 （１）
未控制省份虚拟变量， 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
对模型 （２） 执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显示平均方差膨胀因子 （９􀆰 ４６０５） 小于特征值

１０， 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异方差布鲁薛 － 培根检验 （ＢＰ 检验） 的卡方值为

２７８􀆰 １８９７ （ｐ ＜ ０􀆰 ０１）， 拒绝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 故采用稳健回归法纠正异方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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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并汇报稳健标准误。 分析模型 （１） 的实证结果可知， 相对生活水平对受访者的幸

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 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时， 相对生

活水平每上升 １ 单位， 受访者的幸福感会增加 ０􀆰 ０３２６ 单位， 这初步验证假说 １。 模型

（２） 在控制省份虚拟变量后， 估计结果仍然保持稳健。 模型 （３） 和 （４） 为分性别估

计结果， 模型 （５） 和 （６） 为分城乡估计结果。 从系数值来看， 全样本与分样本的估

计结果较为接近。 对分样本估计结果进行似不相关回归 （ＳＵＲ） 估计后显示， 相对生

活水平的系数值在性别间和城乡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分析相关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有以下发现。 男性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女性， 原因可

能在于男性承担了更重的家庭经济负担和社会责任， 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高强度的

工作节奏给男性带来更大的压力。 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 Ｕ 形关系， 且拐点在 ４２ 岁

时达到。 可能的解释为， 受访者在 ４２ 岁以前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面临婚配、 生育、 家

庭和工作等多重压力， 幸福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下降。 ４２ 岁以后， 随着子女具备独立

生活能力， 父母经济负担和育儿投入逐渐下降， 幸福感得以提升。 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显著低于农村居民， 区域分布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汉族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少数民

族， 婚姻状况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教育年限对幸福感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政治身

份、 宗教信仰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收入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呈正 Ｕ 形， 拐点

位于 ７３􀆰 ３８９０ 元。 结合受访者收入分布可知， ８２􀆰 ６２％ 的受访者位于拐点右侧的上升部

分， 收入增长对居民幸福感主要表现为提升作用。

表 ２　 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 幸福感

全样本 全样本 女性 男性 农村 城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相对生活水平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３２３∗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０２９）

性别
∗∗－０􀆰 ３１７８∗

（０􀆰 ０７４２）

∗∗－ ０􀆰 ３００９∗

（０􀆰 ０７４３）

∗∗－ ０􀆰 ３８２３∗

（０􀆰 １３１０）

∗∗－ ０􀆰 ２５８３∗

（０􀆰 ０９００）

城乡分布
－ ０􀆰 １３５６∗

（０􀆰 ０７９２）

∗－ ０􀆰 １７３６∗

（０􀆰 ０８００）
－ ０􀆰 １９６２∗

（０􀆰 １１１８）
－ ０􀆰 １４６２
（０􀆰 １１５９）

年龄
∗∗－０􀆰 ０８２７∗

（０􀆰 ０２０８）

∗∗－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２０７）

∗∗－ ０􀆰 ０８１１∗

（０􀆰 ０２８０）

∗∗－ ０􀆰 ０８５８∗

（０􀆰 ０３０９）

∗－ ０􀆰 ０７２６∗

（０􀆰 ０３３７）

∗∗－ ０􀆰 ０９９２∗

（０􀆰 ０２６９）

年龄二次项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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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幸福感

全样本 全样本 女性 男性 农村 城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区域 （中部）
－ ０􀆰 ０６５３
（０􀆰 ０８１８）

０􀆰 ２３９０
（０􀆰 ３４３９）

０􀆰 ０３０５
（０􀆰 ５３５８）

０􀆰 ０６４４
（０􀆰 ５０１２）

１􀆰 ０７３８
（０􀆰 ６８３９）

０􀆰 ２３５４
（０􀆰 ４２３５）

区域 （西部）
－ ０􀆰 ０７６０
（０􀆰 ０８９５）

０􀆰 ６９５５
（０􀆰 ４９９８）

１􀆰 ０６２９∗

（０􀆰 ５９７７）
０􀆰 ０９０４

（０􀆰 ６７９８）
０􀆰 ６０１８

（０􀆰 ８８７４）
－ ０􀆰 ５６６１
（０􀆰 ９６８３）

民族
∗∗－０􀆰 ３４６２∗

（０􀆰 １３０７）
－ ０􀆰 ２８５３∗

（０􀆰 １４５６）
－ ０􀆰 ２４４９
（０􀆰 １８９８）

－ ０􀆰 ３９１８∗

（０􀆰 ２２９８）
－ ０􀆰 ２２９４
（０􀆰 ２３５０）

－ ０􀆰 １９９１
（０􀆰 １８３２）

婚姻状况
０􀆰 １６０１

（０􀆰 １４４４）
０􀆰 １８３９

（０􀆰 １４２９）
０􀆰 １８８０

（０􀆰 １８６０）
０􀆰 １１３０

（０􀆰 ２１８２）
０􀆰 １３７６

（０􀆰 ２４３１）
０􀆰 ２２４４

（０􀆰 １８５４）

教育年限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１２２）
－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１２４）

∗－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１９９）
－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２０７）

－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１５８）

政治身份
∗∗０􀆰 ６１３０∗

（０􀆰 １００９）

∗∗０􀆰 ５４６３∗

（０􀆰 １０２８）

∗∗０􀆰 ６１６６∗

（０􀆰 １７２７）

∗∗０􀆰 ５２６３∗

（０􀆰 １３３３）

∗∗０􀆰 ７０５０∗

（０􀆰 １８９８）

∗∗０􀆰 ４７７７∗

（０􀆰 １２３１）

宗教信仰
∗０􀆰 ２４０６∗

（０􀆰 ０９９７）

∗０􀆰 ２２１１∗

（０􀆰 １０８０）
０􀆰 １０５６

（０􀆰 １４６１）

∗０􀆰 ３４２５∗

（０􀆰 １６４９）
０􀆰 １５８６

（０􀆰 １８５４）

∗０􀆰 ２８７０∗

（０􀆰 １３２３）

收入
∗－０􀆰 １０４１∗

（０􀆰 ０４７７）

∗－ ０􀆰 １２２０∗

（０􀆰 ０４７８）

∗－ ０􀆰 １２７５∗

（０􀆰 ０６２７）
－ ０􀆰 １４３６∗

（０􀆰 ０７７１）
－ ０􀆰 ０８７２
（０􀆰 ０７３５）

∗∗－ ０􀆰 １６２８∗

（０􀆰 ０６２９）

收入二次项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５８）

互联网接入
０􀆰 ０８４５

（０􀆰 １０６０）
０􀆰 １１５３

（０􀆰 １０６２）
０􀆰 ２７７５∗

（０􀆰 １５１１）
－ ０􀆰 ０４９２
（０􀆰 １５２８）

０􀆰 １６３６
（０􀆰 １６２１）

０􀆰 ０２２４
（０􀆰 １４３６）

居住条件
０􀆰 １３６３

（０􀆰 ０９８８）
０􀆰 １０６６

（０􀆰 １００５）
０􀆰 １１１０

（０􀆰 １３７６）
０􀆰 ０８６０

（０􀆰 １５０５）
－ ０􀆰 ２９４８
（０􀆰 ２９８０）

０􀆰 １６７２
（０􀆰 １０６７）

常数项
∗∗８􀆰 ３０７９∗

（０􀆰 ５１００）

∗∗８􀆰 ０２６６∗

（０􀆰 ５８１６）

∗∗８􀆰 ００５２∗

（０􀆰 ７７４３）

∗∗７􀆰 ７３６９∗

（０􀆰 ８７９３）

∗∗７􀆰 ２１８２∗

（１􀆰 ０２１１）

∗∗８􀆰 ２３２６∗

（０􀆰 ７３５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虚拟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Ｒ２ ０􀆰 １２３７ ０􀆰 １３５８ ０􀆰 １３７６ ０􀆰 １３４９ ０􀆰 １３８６ ０􀆰 １４０４

Ｆ 值 ２７􀆰 ３０４３ １２􀆰 ９０２８ ７􀆰 ８０２３ ７􀆰 ０９０８ ７􀆰 ５９４６ ７􀆰 ８５５８

观测数 ３３１４ ３３１４ １７１４ １６００ １３４８ １９６６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 模型 （１） ～
（２） 分别为未控制和控制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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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夏普利分解法

回归分析结果估计了相对生活水平对受访者幸福感的边际影响， 但无法给出相对

生活水平对幸福感的贡献比例。 夏普利分解法将传统回归方程分解与夏普利值相结合，

可将幸福感分解为各解释变量的贡献， 故采用该方法测算解释变量对幸福感的贡献比

重 （潘艺林等， ２０２２）。 分解结果见表 ３。 分析可见， 对受访者幸福感贡献比例位于前

五位的决定因素分别是相对生活水平、 省份虚拟变量、 年龄、 政治身份、 收入水平，

贡献率分别为 ５７􀆰 ５３％ 、 １６􀆰 ９２％ 、 ６􀆰 ７２％ 、 ６􀆰 ５２％ 和 ４􀆰 ２５％ 。 以上五个因素共同解释

受访者幸福感的 ９１􀆰 ９４％ ， 在解释受访者幸福感上居于主导地位。

回归分析证实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影响的统计显著性。 夏普利分解法证实相对

生活水平对幸福感的贡献率达到 ５７􀆰 ５３％ ， 是决定受访者幸福感的首位影响因素， 表明

相对生活水平的幸福感效应满足经济显著性。 省份虚拟变量对幸福感的贡献率接近五

分之一， 各地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居民生活状况和幸福水平差异显著。 年龄对幸

福感的影响兼具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 随着居民年龄的增长， 受访者幸福感呈现

先下降后上升的倒 Ｕ 形特征。 政治身份能增强受访者的群体归属感和组织认同感， 同

时政治身份为获取资源提供社会网络支持。 收入水平是居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 关

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 但从贡献率来看， 该变量能解释的幸福感贡献率未达到 ５％ 。 对

比来看， 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的贡献率是收入水平的 １０ 倍以上， 表明绝对收入水平

的提升尽管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但贡献率偏低， 居于幸福感决定因素的次要地位。

相反， 居民基于参照群体平均水平形成的对自身生活水平的评价， 是幸福感的主要决

定因素。 此外， 除以上五大因素之外的人口统计特征对幸福感的贡献率偏低， 在居民

幸福感的决定上并未处于核心位置。 总结可见， 从边际效应来看， 相对生活水平对居

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从贡献率来看， 相对生活水平是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决定

因素。 假说 １ 得到更充分验证。

表 ３　 夏普利分解结果

变量 夏普利值 贡献率 （％ ）

相对生活水平 ０􀆰 ０８４６ ５７􀆰 ５３

性别 ０􀆰 ００２７ １􀆰 ８４

年龄 ０􀆰 ００９９ ６􀆰 ７２

城乡分布 ０􀆰 ０００８ ０􀆰 ５１

区域分布 ０􀆰 ０００９ ０􀆰 ６１

民族 ０􀆰 ００１６ １􀆰 ０６

·５８·



刘金典、 吴春燕： 既患寡也患不均

续表

变量 夏普利值 贡献率（％ ）

婚姻状况 ０􀆰 ００１２ ０􀆰 ７９

教育年限 ０􀆰 ００１６ １􀆰 ０７

政治身份 ０􀆰 ００９６ ６􀆰 ５２

宗教信仰 ０􀆰 ００１５ １􀆰 ０３

收入水平 ０􀆰 ００６３ ４􀆰 ２５

互联网接入 ０􀆰 ０００５ ０􀆰 ３７

居住条件 ０􀆰 ００１２ ０􀆰 ８４

省份 ０􀆰 ０２４９ １６􀆰 ９２

总计 ０􀆰 １４７０ １００􀆰 ００

　 　 注： 将年龄及其二次项合并为年龄， 将收入水平及其二次项合并为收入水平， 将区域分布虚拟变量合并为一

组， 将省份虚拟变量合并为一组。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五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一） 内生性讨论

以上分析证实相对生活水平是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 但并未考虑模型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 幸福感越强的受访者可能对自身生活状况的评价也更为乐观， 这意味着相

对生活状况和幸福感之间存在双向因果问题， 引发模型估计的内生性偏误。 本研究拟

采用混合条件过程 （ＣＭＰ） 对内生性问题做出处理。
工具变量的选择需满足相关性假定和排除性假定， 即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

相关， 同时不与随机误差项相关。 考虑到同一村 （居） 委会居民之间具有一定的同侪

效应， 借鉴李珂涵等 （２０２１） 的研究， 采用除受访者外同一村 （居） 委会的其他居民

的相对生活水平的平均值作为受访者相对生活水平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 考虑到受访

者通过对比自身与相似群体的生活水平， 做出自身相对生活水平的评价， 那么与受访

者处于同一村 （居） 委会的其他受访者对其相对生活水平的评价越高， 受访者对自身

的相对生活水平的评价可能越低。 因此， 相关性假定满足。 另一方面， 除受访者外同

村 （居） 委会其他居民的相对生活水平的平均值不会直接影响受访者的幸福感水平，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得以满足。 此外， 考虑到村 （居） 级特征可能与工具变量有一定的

相关性， 为进一步削弱内生性的影响， 在混合条件估计模型中控制村 （居） 虚拟变量，
混合条件过程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４。 分析可见，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的估计值为 － ０􀆰 ０３８４ 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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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模型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 模型 （１） 的回归结果显示

除受访者外村 （居） 委会其他居民相对生活水平的平均值负向作用于受访者自身的相

对生活水平。 模型 （２） 表明在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 相对生活水平对受访者的幸

福感仍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影响强度与普通回归分析结果较为接近。

表 ４　 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相对生活水平 幸福感

（１） （２）

相对生活水平
∗∗０􀆰 ０３３０∗

（０􀆰 ００２２）

村 （居） 委会相对生活水平均值

（除受访者外）

∗∗－ ３􀆰 ５１６４∗

（０􀆰 ０３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村 （居） 虚拟变量 是 是

Ｗａｌｄ Ｆ 值 ２１􀆰 ７１００ ２􀆰 ０３００

观测数 ３３０５ ３３０５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 ０􀆰 ０３８４ （ｐ ＝ ０􀆰 ０５７０）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考虑到系列控制变量可能同时影响受访者的相对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引发自选择

偏差问题。 因此，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法， 以相对生活水平是否高于中位数

（３１􀆰 ２４３７） 作为处理指示变量， 将受访者划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 构造相对生活水平

对受访者幸福感影响的反事实框架， 以便进一步识别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影响的净

效应。 ＰＳＭ 分析的步骤如下： 第一， 采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方法根据协变量计算样本的倾向得

分值； 第二， 依据倾向得分值将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样本进行匹配； 第三， 基于匹配样

本计算受访者相对生活水平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样本匹配方法有近邻匹

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四种。 为增强结果的稳健性， 同时采用四

种匹配方法进行估计。 倾向得分匹配分析需要满足平衡性假定， 样本匹配前各协变量

在标准化偏差上差异较大， 匹配完成后的标准化偏差降至 １０％以下， 处理组与实验组

的协变量在匹配完成之后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通过平衡性检验①。 ＰＳＭ 估计结果见

① 限于篇幅， 文中未汇报四种匹配方法下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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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分析可见， 四种匹配方法下的估计结果均证实相对生活水平对受访者的幸福感具

有正向促进作用， 且均通过 １％ 的显著性检验。 对比 ＡＴＴ 值可见， 采用四种匹配方法

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基本保持一致， 证实 ＰＳＭ 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近邻匹配法下估计

得到的 ＡＴＴ 值为 ０􀆰 ８５６４， 表明在对自选择问题做出处理后， 高相对生活水平组 （处理

组） 比低相对生活水平组 （对照组） 在幸福感上显著高出 ０􀆰 ８５６４ 个单位。

表 ５　 ＰＳＭ 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ＡＴＴ
∗∗０􀆰 ８５６４∗

（０􀆰 ０９７１）

∗０􀆰 ８５６８ ∗

（０􀆰 ０９３０）

∗∗０􀆰 ８６１３∗

（０􀆰 ０８５７）

∗∗０􀆰 ８５７８∗

（０􀆰 １１５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处理组 １６６１ １６６１ １６６４ １６６４

对照组 １６３８ １６３８ １６３９ １６３９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标准误； ＡＴＴ 表示平均处

理效应； 近邻匹配的 Ｃａｌｉｐｅｒ 设置为 ０􀆰 ０１， 半径匹配的半径为 ０􀆰 ０１， 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均使用默认的核函

数和带宽。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稳健性检验

上文证实相对生活水平对受访者幸福感影响的因果效应。 为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 并考察受访者基于不同参照群体评估的相对生活水平对自身幸福感产生的

异质性影响， 本研究分别以相对亲戚的生活水平、 相对邻居 （或村里人） 的生活水平、

相对本县 （或市） 居民的生活水平、 相对本省居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分

别估计四类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受访者对自身相对生活水平的评价分

为 “差很多” “差一些” “差不多” “好一些” “好很多” 这五级， 分别赋值为 １ ～ ５，

将四个维度的相对生活水平指标处理为虚拟变量， 并以相对生活水平为 “差很多” 的

受访者作为基准组。 估计结果见表 ６。 分析可知， 基于不同参照群体的相对生活水平均

对受访者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比基于不同参照群体形成的相对生活水平

的系数值可见， 受访者选取的参照群体越宽泛， 与自身的相似性越低， 则基于该参照

系评价的相对生活水平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强度越微弱。 与亲戚相比产生的相对生活水

平对受访者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最强， 随着参照群体扩展为村里人、 本县 （市） 居民、

本省居民， 相对生活水平的幸福感促进效应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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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各维度相对生活水平对受访者幸福感影响的估计结果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相对生活水平 （ 亲

戚） ＝ ２

∗∗０􀆰 ８７９０∗

（０􀆰 １７４７）

相对生活水平 （ 亲

戚） ＝ ３

∗∗１􀆰 ６２０８∗

（０􀆰 １６１９）

相对生活水平 （ 亲

戚） ＝ ４

∗∗１􀆰 ９６１２∗

（０􀆰 １７３４）

相对生活水平 （ 亲 ∗∗２􀆰 ２４８４∗

戚） ＝ ５ （０􀆰 ２３９５）

相对生活水平 （ 邻

居 ／村里人） ＝ ２

∗０􀆰 ８６５８ ∗

（０􀆰 ２０３６）

相对生活水平 （ 邻

居 ／村里人） ＝ ３

∗１􀆰 ４５５３ ∗

（０􀆰 １８９２）

相对生活水平 （ 邻 ∗１􀆰 ８６７１ ∗

居 ／村里人） ＝ ４ （０􀆰 ２００２）

相对生活水平 （ 邻

居 ／村里人） ＝ ５

∗１􀆰 ９９８８ ∗

（０􀆰 ２８６２）

相对生活水平 （ 本 ∗∗０􀆰 ６８５６∗

县居民） ＝ ２ （０􀆰 １０７３）

相对生活水平 （ 本

县居民） ＝ ３

∗∗１􀆰 １３９３∗

（０􀆰 １０７２）

相对生活水平 （ 本

县居民） ＝ ４

∗∗１􀆰 ５２３６∗

（０􀆰 １４６１）

相对生活水平 （ 本 ∗∗１􀆰 ８００５∗

县居民） ＝ ５ （０􀆰 ３６２５）

相对生活水平 （ 本

省居民） ＝ ２

∗∗０􀆰 ５７３０∗

（０􀆰 ０９４９）

相对生活水平 （ 本

省居民） ＝ ３

∗∗０􀆰 ９７６５∗

（０􀆰 ０９５４）

相对生活水平 （ 本 ∗∗１􀆰 ３７５４∗

省居民） ＝ ４ （０􀆰 １３７２）

相对生活水平 （ 本

省居民） ＝ ５

∗∗１􀆰 ５８１１∗

（０􀆰 ３９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Ｒ２ ０􀆰 １３３１ ０􀆰 １１２２ ０􀆰 １１１６ ０􀆰 １０６０
Ｆ 值 １１􀆰 ４１５０ ９􀆰 ３４８６ １０􀆰 ４５０１ ９􀆰 ９４９１
观测数 ３３１４ ３３１４ ３３１４ ３３１４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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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分析证实主观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为验证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 从客观相对生活水平角度估计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鉴于收入水平是生

活水平的关键决定因素， 也是居民评价相对生活水平的基本依据， 以居民在特定人群

中收入水平的分位点衡量其客观相对生活水平。 具体地， 客观相对生活水平以特定居

民的收入水平在相同区县和户籍的全体样本中所处的分位点来衡量， 分位点越高意味

着其收入水平排序越靠前， 客观相对生活水平就越高。 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７。 模型

（１） 为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 （２） ～ （３） 为分性别估计结果， 模型 （４） ～ （５）

为分城乡估计结果。 分析可见， 除男性样本外， 客观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且客观相对生活水平对女性和农村居民的影响强度更高， 但基于似不

相关回归的系数差异检验并不支持性别间和城乡间存在显著差异， 表明客观相对生活

水平对不同性别和不同户籍居民具有相近影响。

表 ７　 客观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全国 女性 男性 农村 城市

（１） （２） （３） （４） （５）

客观相对生活水平
∗∗０􀆰 ７９６５∗

（０􀆰 ２３２４）

∗∗１􀆰 ０２６３∗

（０􀆰 ３０４６）
０􀆰 ５１５１

（０􀆰 ３６４９）

∗１􀆰 ０４４４∗

（０􀆰 ４５２６）

∗０􀆰 ６８６８∗

（０􀆰 ２８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９􀆰 １４２６∗

（０􀆰 ５８２７）

∗∗８􀆰 ８３５０∗

（０􀆰 ７６２６）

∗∗８􀆰 ９８０１∗

（０􀆰 ８９７３）
１０􀆰 １７０１∗∗

（１􀆰 ０００２）

∗∗９􀆰 ２８７７∗

（０􀆰 ７４０６）

调整的 Ｒ２ ０􀆰 ０６８３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７４５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７５６

Ｆ 值 ７􀆰 ２９１２ ４􀆰 ５６８６ ４􀆰 ５６９０ ４􀆰 ４０６６ ４􀆰 ７５８３

观测数 ３３１４ １７１４ １６００ １３４８ １９６６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标准误； 女性和男性的核

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２７６０，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农村和城市样本的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检

验的 ｐ 值为 ０􀆰 ４９６０，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六　 机制分析

上文实证检验相对生活水平的幸福感效应， 并致力于因果效应的识别， 结果证实

相对生活水平具有显著的幸福感促进效应。 然而， 相对生活水平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

受访者的幸福感，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占比多高， 均有待进一步考察。 基于此，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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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中间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刘金典等， ２０２３； Ｂａｒｏｎ ＆ 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 模型设定如式 （２） ～ （４） 所示，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受访者的幸

福感水平；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ｔ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受访者的相对生活水平； ＭＶｉｔ为模型的中介

变量， 分别引入受访者的社会公平感知 （Ｆａｉｒｃｏｇｔｉｔ） 和社会宽容度 （Ｓｏｃｐｅｒｍｉｔ） 两个细

分变量。 Ｘｉｔ为系列控制变量。 Ｐｔ为省份虚拟变量。 ｃ、 ａ、 ｃ′、 ｂ 分别为待估参数。 若系

数 ｃ、 ａ、 ｃ′、 ｂ 均显著， 且ｃ′ ＜ ｃ， 意味着相对生活水平部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进而作用

于幸福感水平。 此时，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ａｂ ／ ｃ。 若系数 ｃ、 ａ、 ｂ 均显著， 但ｃ′

不显著， 意味着完全中介效应存在， 相对生活水平完全通过中介变量传导进而作用于

受访者的幸福感。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 α０ ＋ 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ｔ ＋ η Ｘｉｔ ＋ Ｐｔ ＋ εｉｔ （２）

ＭＶｉｔ ＝ β０ ＋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ｔ ＋ λ Ｘｉｔ ＋ Ｐｔ ＋ νｉｔ （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 γ０ ＋ 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ｔ ＋ ｂ ＭＶｉｔ ＋ ζ Ｘｉｔ ＋ Ｐｔ ＋ τｉｔ （４）

机制分析的估计结果见表 ８。 模型 （１） 表明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

模型 （２） 证实相对生活水平对受访者的社会公平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型 （３）

表明在引入社会公平感知后， 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的促增效应有所下降。 相对生活

水平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部分被社会公平感知所吸收， 测算的中介效应占比为

１６􀆰 ２９％ ， 表明在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中有 １６􀆰 ２９％ 是通过社会公平感

知的传导而产生作用的。 中介效应显著性的 Ｓｏｂｅｌ⁃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统计量为 ７􀆰 ５６９０， 通过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假说 ２ 得到验证。

模型 （４） 证实相对生活水平有助于促进受访者社会宽容度的提升； 模型 （５） 表

明在引入社会宽容度后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趋于下降， 证实社会宽容度

在相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计算得到的中介效应占比为

１２􀆰 ３５％ ， 意味着相对生活水平对受访者幸福感的总效应中有 １２􀆰 ３５％ 是通过提升其社

会宽容度最终发挥作用的。 Ｓｏｂｅｌ⁃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同样通过 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证实

社会宽容度是相对生活水平影响幸福感的中间路径。 假说 ３ 得到验证。

表 ８　 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分析

幸福感 社会公平感知 幸福感 社会宽容度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５）

相对生活水平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２６２∗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１２７ ∗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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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幸福感 社会公平感知 幸福感 社会宽容度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５）

社会公平感知
∗∗０􀆰 ３２５０∗

（０􀆰 ０２２１）

社会宽容度
∗∗０􀆰 ３０５６∗

（０􀆰 ０２２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８􀆰 ０２６６∗

（０􀆰 ５８１６）

∗∗６􀆰 ６１７７∗

（０􀆰 ５９８７）

∗∗５􀆰 ８７６１∗

（０􀆰 ５８６８）

∗６􀆰 １３４５ ∗

（０􀆰 ５９１１）

∗∗６􀆰 １５１６∗

（０􀆰 ５８５６）

调整的 Ｒ２ ０􀆰 １３５８ ０􀆰 ０６６１ ０􀆰 ２２６６ ０􀆰 ０４４４ ０􀆰 ２１１５

Ｆ 值 １２􀆰 ９０２８ ７􀆰 ０８８７ １９􀆰 ４１２３ ５􀆰 ０２６６ １８􀆰 ９７４９

观测数 ３３１４ ３３１４ ３３１４ ３３１４ ３３１４

中介效应占比（％ ） １６􀆰 ２９ １２􀆰 ３５

Ｓｏｂｅｌ⁃Ｇｏｏｄｍａｎ ∗∗７􀆰 ５６９０∗ ∗∗６􀆰 ３７５０∗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让 “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

障、 更可持续”。 然而，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居高不下， 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引发居

民相对生活水平的分化， 进而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不平等。 基于理论分析， 本研究采用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

内在机制。

本文有以下研究发现。 第一， 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同时满足统

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 相对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且对幸福感的正向促

进作用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时， 居民的

相对生活水平每提升 １ 单位， 其主观幸福感提升 ０􀆰 ０３１３ 单位。 夏普利分解结果表明相

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解释力居于首位， 贡献率高达 ５７􀆰 ５３％ 。 第二， 相对生活水

平对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异质性分析显示， 相对生活水平的幸福感促增效应在城乡间、

性别间均具有一致的影响。 以不同参照群体评价的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均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 且随着参照群体范围的扩大和相似程度的下降， 影响强度有下降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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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中国是典型的人情关系型社会， 人们在社会网络中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

水平作出评价， 参照群体与受访者在亲缘、 地缘和业缘上越接近， 基于该参照系评价

的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强度就越大。 稳健性检验证实客观相对生活水平

对幸福感仍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以上分析意味着， 相对生活的主观评价和客观排序

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居民生活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具有 “既患寡也患

不均” 的特征。 第三， 机制分析表明， 相对生活水平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

和社会包容度， 并通过以上两个变量的传导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本文研究证实了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和决定性作用， 为进一步

提升居民幸福感， 降低因相对生活水平引发的幸福感不平等， 对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政府应认识到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并非绝对的收入水平， 与参照群体对比形成

的相对生活水平才是决定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因此， 应采取有效措施， 在促进居

民收入水平提升的同时， 不断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构建

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 降低因相对生活水平不平等引发的幸福感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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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６ （１）， ２２ － ４２􀆰

Ｄｉｅｎｅｒ， Ｅｄ ＆ Ｆｒａｎｋ Ｆｕｊｉｔａ （１９９５）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Ａ Ｎ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６８ （５）， ９２６ － ９３５􀆰

Ｄｙｎａｎ， Ｋａｒｅｎ ＆ Ｅｎｒｉｃｈｅｔｔａ Ｒａｖｉｎａ （２００７）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７ （２）， ２２６ － ２３１􀆰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７４） ． Ｄｏ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ｏｔ？ 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ｕｌ Ｄａｖｉｄ ＆ Ｍｅｌｖｉｎ Ｒｅｄｅｒ （ｅｄ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８９ － １２５􀆰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２００３）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００ （１９）， １１１７６ － １１１８３􀆰

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Ａｄａ （２００５ ） ．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９ （５ － ６）， ９９７ － １０１９􀆰

Ｇｅｎｉｃｏｔ， Ｇａｒａｎｃｅ ＆ Ｄｅｂｒａｊ Ｒａｙ （２０１７） ．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８５ （２），

４８９ － ５１９􀆰
Ｇｉｍｐｅｌｓｏｎ，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１８ ） ． 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０ （１）， ２７ － ５４􀆰

Ｈｅ， Ｑｉｚｈｉ， Ｈａｏ Ｔｏｎｇ ＆ Ｊｉａ⁃ｂａｏ Ｌｉｕ （２０２２） ．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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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典、 吴春燕： 既患寡也患不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ｆｆｏｒ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３， ８４３８５４􀆰
Ｉａｃｏｎｏ， Ｒｏｂｅｒｔｏ ＆ Ｍａｒｃｏ Ｒａｎａｌｄｉ （２０２１） ． Ｔｈｅ Ｎｅｘ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９ （１）， ９７ － １１４􀆰

Ｊｅｂｂ，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ｏｕｉｓ Ｔａｙ， Ｅｄ Ｄｉｅｎｅｒ ＆ Ｓｈｉｇｅｈｉｒｏ Ｏｉｓｈｉ （２０１８）．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ａ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２ （１）， ３３ －３８􀆰

Ｋｉｎｇｄｏｎ， Ｇｅｅｔａ ＆ Ｊｏｈｎ Ｋｎｉｇｈｔ （２００６）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ｖ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２ （７）， １１９９ － １２２４􀆰
Ｋｎｉｇｈｔ， Ｊｏｈｎ ＆ Ｒａｍａｎｉ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 （ ２０２２ ） ．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２， １０１７６５􀆰

Ｌｅｅ，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１４）．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 Ｏｎｅ Ｗａｙ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８ （２）， ７１１ －７２７􀆰

Ｍｕ， Ｒｅｎ （ ２０２２ ）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３， １０１７８４􀆰
Ｏｉｓｈｉ， Ｓｈｉｇｅｈｉｒｏ ＆ Ｓｅｌｉｎ Ｋｅｓｅｂｉｒ （２０１５） ．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ｏ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６ （１０），

１６３０ － １６３８􀆰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Ｍａｒｔｉｎ ＆ Ｓｈａｏｈｕａ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９ ）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７７， １０４０４６􀆰

Ｒｏｔｈ， Ｂｅｔｔｉｎａ，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Ｈａｈｎ ＆ Ｆｒａｎｋ Ｓｐｉｎａｔｈ （ ２０１７ ） ．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
（２）， １３３ － １４１􀆰

Ｓｃｈａｌｅｍｂｉ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２０１９） ．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 （３）， ７７７ － ７９４􀆰
Ｓｅｎｉｋ， Ｃｌａｕｄｉａ （２００４） ． Ｗｈ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８ （９ － １０）， ２０９９ － ２１２３􀆰

Ｔａｏ， Ｈｕｎｇ⁃Ｌｉｎ ＆ Ｓｈｉｈ⁃Ｙｕｎｇ Ｃｈｉｕ （２００９）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３ （１）， １６４ － １７４􀆰

Ｔｓｕｉ， Ｈｓｉａｏ⁃Ｃｈｉｅｎ （２０１４） ． Ｗ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ｒ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６ （６）， ９９４ － １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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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ｒｙ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Ｂｏｔｈ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Ｌｉｕ Ｊｉｎｄｉａｎ１ ＆ Ｗｕ Ｃｈｕｎｙａｎ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１，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ｌｅ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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